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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里下河地区：里下河地区位于江苏省中部，西起里运河，东至串场河，北自苏北灌溉总渠，南抵新通扬运河，总面积

１３５００ 余平方公里，属江苏省沿海江滩湖洼平原的一部分。 因里运河简称里河，串场河俗称下河，平原介于这两条河道之

间，故称里下河平原为里下河地区。 该地地势低洼，历史上灾害多发，曾为著名的洪水走廊。 农业发展类型独特，盛产禽

蛋、水产品、水生植物等绿色食品，物产丰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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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苏里下河地区的湿地农业系统是一种非常罕见、独特的遗产类型，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倡导

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理念有机契合。 目前继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后，又有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入选中国第四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湿地农业正成为全球农业遗

产关注、研究和保护的热点。 经考证，里下河地区湿地农业的产生与明清时期治淮密不可分。 明清

两朝的治淮策略虽各有侧重，但均是以牺牲里下河地区为代价，使当地自然环境不断恶化，河湖变

迁、洪涝频发，高邮湖湿地的急剧扩大与兴化河湖的沼泽化是本时段最具代表性的事件。 有赖里下

河百姓的不屈不挠与积极应对，因地制宜地创造出了多种模式的湿地农业，主要包括兴化垛田的开

发、水陆交错地的稻鸭共作、湖区的鱼虾蟹混养等。 研究、保护和传承好里下河湿地型农业遗产，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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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简称 ＧＩＡＨＳ）
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 、全球环境基金（ＧＥＦ）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等联合推动的

开放式的长期项目，计划在全球建立 １００ ～ １５０ 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地。 当前

该项目不仅成为联合国的一项标志性工程，更因其倡导的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传统农

业文明的保护等理念，受到各国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截至目前，中国以 １１ 项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位居第一，而且自 ２０１２ 年起，中国农业部启动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和

评选工作，以为 ＧＩＡＨＳ 之备选。 ２０１４ 年，江苏中部里下河地区①的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入选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里下河地区的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又入选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并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候选。 二者的成功入选，不仅带动了当地经

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而且掀起了新一轮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热潮，它们所在的里下河地区成为

全国乃至全球研究和关注的焦点。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该地的湿地农业究竟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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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何种独特类型？ 关于此的研究不多。 学界关注热点或侧重于淮河治理，或侧重于农业文化

遗产的个案研究。 虽然彭安玉、马俊亚、张崇旺等学者对此已做过十分有益的探究和讨论，但未

从逻辑体系的层面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利于挖掘其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因此

对于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治理仍需作深入剖析。① 本文将在学界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

对已有成果的回顾和探讨，尝试厘清里下河湿地农业系统的来龙去脉，期冀助力于治淮与农业

文化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化。

一、明清时期的主要治淮策略

宋元以前，里下河所在江淮地区“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说，域内土肥水美，物产丰

饶。 明清时期，黄河南下夺淮，二渎合一，黄河的多沙善徙特点导致淮河不堪重负，溃堤频繁，洪
流横溢，不仅威胁当地民生，更重要的是淮域之地乃漕粮北运的运河必经之所，事关京师财赋供

应和政权稳定国计根本，所以明清两代都把治淮列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但是，本时期治淮、治
河、治运交织在一起，防洪、治沙和维持航运俱要兼顾，情况错综复杂，虽屡次大力治理，非但未

能根治水患，反而日趋严重，且对今里下河地区的生态、生产、文化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

现今。
第一，逼河南下、护陵保漕的明代治水策略。 明中前期，凡治水者皆以“利不当与水争，智不

当与水斗”为圭臬，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分流治水思想。 决策者以为黄河源远流长，水势浩大，而
所夺淮之道泄洪能力小，汛期经常溃坝漫溢，只有采取分流之策，以杀水势，分则势弱，水患自

消，而淮域自安。 明代最早主张分流的人是明初名臣宋濂。 他从历史经验出发认为，“自禹之后

无水患者七百七十余年，此无他，河之流分而其势自平也” ，又认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国为甚

远。 其势湍悍难制，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 ［１］ 。 由于宋濂的渊博学识及个人魅

力，他的分流治淮策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影响。
明中期以后，由于淮河河床淤高，堤防不堪重负，多次决堤。 明廷忧虑黄河北上，借黄行运

无法施行。 彼时的总河刘大夏为保漕运，奉旨于弘治八年堵塞荆隆、黄陵岗等七处决口，挡住黄

河北流入海，同时修筑了自胙城至虞城的太行堤，逼黄河由濉、涡、颍诸水入淮出海。 后因濉、涡
等河道淤高，黄河遂北移至沛县飞云桥入泗水，由泗水全流入淮。 至此，黄、淮二渎彻底合二

为一。
明万历年间，潘季驯四任河道总督一职，得以全力贯彻落实他的“束水攻沙” “蓄清刷黄”之

策，经十余年不懈治理，河道逐渐稳固。 但是潘氏治淮的效果依旧不是太好，黄河泥沙逐渐淤积

中下游河床，河成悬河，威胁漕运。 同时随着洪泽湖水位的逐渐抬高，大水向上侵蚀位于上游的

泗州祖陵，出现所谓“护陵”问题，使得治淮工作更加错综复杂，回旋余地很小，日益被动。 而且

淮弱而黄强，洪泽湖常受黄水倒灌，清口淤高，大量来水下泄不畅，四处漫流，决溢堤坝，凤泗所

处的中游地区，频年被淹；在下游，湖东屏障的高家堰不断告急，洪水决口，里下河地区常年被

水，运河阻滞。 万历十九年（ １５９１ 年） ，泗州大水，“公署州治，水淹三尺。 ……至城内积水不

泄，居民十九淹没” ［２］ 。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救黄水倒灌清口，威胁祖陵、漕运的危机，分黄导

淮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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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学界在此领域的相关专著有彭安玉：《明清苏北水灾研究》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张崇旺：《明清时期江

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 ，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卢勇：《明清时期的淮河水患与生态社会关系研究》 ，三峡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 ：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 １６８０—１９４９） 》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学界在此领域的其

他研究成果还包括如廖高明《高邮湖的形成和发展》考证了高邮湖从成湖、汇湖再到巨湖的历史；王敏等《高邮湖湿地资源保

护与开发的探讨》和王学武《高邮湖湿地保护与利用》分析了高邮湖湿地的保护和开发；汤超《高邮湖、邵伯湖水环境现状及

治理对策》分析了高邮湖水环境的现状并提出了个人治理对策。



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 年） ，杨一魁继任河道总督。 他上任后，首先派礼部给事中张企程赴当

地查探洪灾与祖陵被水情况。 张踏勘后认为祖陵被水虽因为高家堰之故，但高家堰工程浩大，
“ （高堰）屏翰淮、扬，殆不可少。 莫若于南五十里开周家桥注草子湖，大加开浚，一由金家湾入

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婴沟入广洋湖达之海，则淮水上流半有宣泄矣。 于其北十五里开武家墩，
注永济河，由窑闸出口直达泾河，从射阳湖入海，则淮水下流半有归宿矣” ［３］ 。 为保陵、护运，解
灾民于倒悬，杨、张二人联名上书，提出“分杀黄流以纵淮，别疏海口以导黄”之策，得到朝廷同

意。 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 年） ，杨一魁组织河南、山东、江北民工二十万人，首先自桃源黄家嘴起

挑黄家坝新河，向东越清河至安东（今涟水）灌口，以抑黄强。 新河可分泄黄水入海，共长三百

余里。 其次，辟清口沙七里，在高堰修周桥、武家敦、高良涧三闸，导淮水东流经里下河地区入

海。 再次，挑挖、浚疏高邮茆塘港，引水南下邵伯湖，经金家湾下芒稻河而至长江，同时，复建芒

稻河、金家湾减水闸以调控。 同年十月，所有工程竣工。 “于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扬安矣。” ［３］

明代后期杨一魁主导的这次分水治淮影响很大，他主要集中于“桃、清、淮、泗间” ，竣工后

虽然短暂缓解了祖陵危机，但这次分流只顾眼前之急，忽视长期后果，给淮域尤其是里下河地区

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漕运带来严重灾难。
第二，保漕护运、牺牲苏中的清代治淮。 清代以降，江南的经济中心地位日重，京师之军费、

官俸、宫需、民生等皆依赖江南贡赋，所以漕运之重，无以复加，即为了漕运这个国家战略，别的

皆可舍弃，正所谓“治黄即所以治淮，而治淮莫先于治河” ［４］ 。 康熙帝遂任命靳辅为河督，以“治

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头彻尾而合治之” ［５］ 为基本方略，在确保漕运的

基础上，统筹全局以治淮。 康熙十八年（ １６７９） ，靳辅上书：“当淮流循禹故道之时，淮流安澜直

下，此地未闻水患。 迨黄流南徙夺淮，淮流不能畅注，于是壅遏四漫。 山阳、宝应、高邮、江都四

州县，河西低洼之区，尽成泽国者六百年矣。” ［６］ 在征得康熙帝的首肯支持下，靳氏治淮继承并

发展了明代潘季驯的“束水攻沙” “蓄清刷黄” “坚筑堤防”思想。 他认为分流会导致水势低弱，
泥沙因之沉淀淤积河床，主张束多支于一槽，以水攻沙。 在靳辅的组织策划下，一方面大筑淮河

堤防，全面提升堤防质量，从云梯关内开始，修筑起延伸至海口的坚固堤防。 另一方面，他非常

重视“蓄清刷黄” ，继续增高扩建高家堰以拦蓄洪泽湖水冲刷清口，使漕运畅通。
整体言之，靳辅在潘氏借清刷黄的基础上又有一定发展：第一，他提出“黄淮相济”的思想，

让部分浑浊的黄河水经过低洼地带沉淀泥沙，变成清水后再注入洪泽湖，增强冲刷清口积沙的

能力；第二，他通过在高家堰增修减水坝来扩大汛期淮河洪峰的下泄能力，保护运道免受冲击；
第三，“寓浚于筑” ，靳辅一边强调束水攻沙，一边高度重视人工挑浚，以沙固堤，收“一举两得之

计” 。 此外，他还在浚疏河道中，总结出 “川” 字河的先进经验，可以实现迅速冲沙，刷深河床

之效。
靳辅还认为：“治水者必先从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则上流自不饱涨。” ［５］ 在海口积沙问题上，

他超越了潘季驯的旧识，多次组织海口疏浚。 潘氏曾认为，海口积沙无法疏浚，也不必过虑，应
让水流自行冲刷。 所以靳辅多次要求属下“切切以云梯关外为重” ，筑堤与挑浚并重，重视海口

积沙的疏浚。
这一时期，由于将黄淮二渎束于一槽，且堤防坚固、河道固定，水流迅猛，来自黄土高原的巨

量泥沙在水流的冲刷下被搬运到入海口外，在海口附近的拦门沙、沙嘴淤长迅速。 随着海浪的

冲刷，泥沙随流迁移，在黄海大陆架的平缓斜坡上逐渐沉积。 靳辅治水以后，随着泥沙日益堆

积，淮河入海口不断向海延伸了二百余里，带动今苏北地区的大陆线快速向东延展。 因此，本时

期的淮河河道实际上被变相地拉长了。 在淮河源头海拔高度固定的情况下，下游河道变长使得

河床比降降低，河道更显缓平，降低了流速，泄洪也就愈加艰难。 自乾隆时期开始，这个问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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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逐渐显现并无法解决。①

表 １　 清康乾时期归海五坝主要开启情况概表

时间 开启情况 资料出处

康熙三十六年（ １６９７） 高宝运河水涨，减坝尽开 《淮系年表》表一一

康熙四十七年（ １７０８） 七月，高邮水暴长，开大坝，田禾尽淹 嘉庆《高邮州志》卷一二

康熙六十年（ １７２１） 大水，开高邮各坝 《淮系年表》表一一

雍正八年（ １７３０） 秋，高邮水大涨，开南关、车逻两坝 《江苏水利全书》卷一五

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 决开车逻坝封土，上下河尽淹 《淮系年表》表一二

乾隆十九年（ １７５４） 七月，启放车逻、南关两坝，下河成灾 《淮系年表》表一二

乾隆二十年（ １７５５） 六七月，启放车逻、南关两坝，下河大水 《淮系年表》表一二

乾隆二十二年（ １７５７） 开高邮车、南二坝，下河大水，田禾尽没 《江苏水利全书》卷一六

乾隆四十三年（ １７７８）
八月，洪湖水发，高邮运河日长五六寸，前后开四坝，水过坝六

七尺
《江苏水利全书》卷一六

　 　 陈应芳在《浚丁溪海口记》中指出：自明末以后，就在运河东堤上设置减水坝，“湖水自是岁

岁减而东注，而兴与泰视高、宝更若釜然，内洼而外高，其来也日积，其去也日壅，而膏腴沃衍之

壤荡而为萑苇潴泽之乡” ［７］ 。
因此，就整体而言，清代治淮依旧是以明潘季驯“束水攻沙”思想为基础，稍有拓展。 淮河下

游地区，虽然在康乾时期得到了短暂的安流，但这是以苏中里下河地区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
甚至有人认为明清时期的淮河治理是一场彻底的失败，“至明大筑高堰，而黄淮遂并而不复，为
患益剧。 陷泗州、浸虹县、废临淮，逼徙清河、邳州。 时复旁溢徐海，下侵高宝。 前清开国二百余

年，几无宁岁” ［８］ 。

二、明清治淮对里下河地区的影响与环境变迁

明代中叶以后，潘季驯承万恭“束水攻沙”思想而有发展，大筑高家堰以“蓄清刷黄” ，坚修

堤防以固定河道，黄淮局势得以稳定。 但由于根本的泥沙来源问题没有解决，黄河水性依旧浊

重，泥沙依旧沉淀河床，导致入海通道逐渐被抬高成马鞍形，下泄不畅，中游潴积，明祖陵与漕运

岌岌可危。 于是疏导洪泽湖及淮河之水南下入江成为新的选择。 清代则基本继承前朝的治淮

策略，以保漕为重。 如此，承担泄洪入江通道的洪泽、宝应、高邮、邵伯等诸湖时常溃堤漫溢，过
量的黄淮水与泥沙不断灌侵、流经和潴积在海拔较低的里下河地区，给当地自然生态环境造成

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高邮湖的形成与湿地扩大。 高邮湖地区地处古泄湖浅洼平原，春秋时期该地区演变

为浅洼平原，局部零星分布些小湖泊。 目前见于记载的有二，即《魏书》所载之津湖与《水经注》
所载之樊良湖。 唐代《初学记》也记载有：“山阳郡有樊良、射阳湖、津湖。” ［９］ 津湖、樊良湖即是

今高邮湖的前身。 另据《水经注》记载：当时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需要，开凿了流经高邮湖运道

的邗沟，“自广陵北注樊良湖（又作樊梁湖） ，旧道东北出至博支、射阳二湖” ［１０］ 。
北宋时期，高邮湖区不仅小湖数量增加，水面进一步扩大，且出现了多个大湖。 秦观曰：“高

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如贯珠。” ［１１］ 这些大湖皆首尾相连、水系相通。 同时期的发运副使蒋之

奇写道：“三十六湖水所潴，其间尤大为五湖。” ［１２］ 五大湖指的是甓社湖、珠湖、平阿湖、新开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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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保障汛期的运道安全，清代在运河东岸设置众多减水坝和归海大坝（车逻坝、南关坝、五里中坝、南关新坝、昭关

坝） ，每当运河水位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局就启开这些坝，放水东流。 但是东部有高大的范公堤阻遏，洪水只能长时间停

潴在低洼的苏中里下河地区，基本靠自然消散，时间往往极为缓慢。



以及樊良湖。
１１９４ 年黄河夺淮以后，由苏北入海长达 ６６１ 年。 由于明清两代政府坚持以保漕为主的治河

政策，在黄河北岸高筑坚堤，在南岸分流，里下河地区经常被巨量的黄河水所灌侵，高邮湖区自

此进入巨变期，区域内的诸小湖不断增大、连片扩容。 洪武初年，“高邮湖”之名首次见于史册。
约至明隆庆年间，高邮湖区已由宋元时期的“五湖”扩大为“五荡十二湖” 。 据嘉庆《高邮州志》
可知：五荡为杈儿荡、马家荡、聂里荡、黄林荡、三里荡；十二湖为张良湖、鹅儿白湖、五湖、平阿

湖、石臼湖、七里湖、塘下湖、姜里湖、津湖（今属宝应） 、新开湖、甓社湖、珠湖。［１３］ 不过直到民国

时期，当地还保留着原来张良、鹅儿白、新开、珠湖等十一个湖的湖名。 如前文所言，万历年间潘

季驯治河的后期，他所倡导的“束水攻沙”的弊端逐渐显露，由于黄强淮弱，泥沙淤积河身，入海

不畅，明祖陵一浸再浸，洪泽湖大堤一决再决，事关明王朝祖宗陵寝所在及漕运大计，明廷于是

任命杨一魁为河道总督，施行分黄导淮之策。 分泄淮河洪水经高邮湖、邵伯湖入长江，这是淮河

入江之始 ［１４］ 。 但由于此入江水道过于狭小，每遇暴涨，洪水不及宣泄，就停滞在高邮诸湖内；此
外，洪泽湖减水闸的多次开放，每次都导致湖水向东倾泻而下，不可阻遏，本就低洼的高邮湖区

里下河地区，顿成泽国，导致高邮诸湖水位一升再升，终至联并成为一个巨湖，即今日 “高邮

湖” 。 正如明隆庆《高邮州志》载：“黄河之道频年淤塞，而淮水不得入海，千流万派会于高邮，而
高邮遂成巨浸矣。” ［１５］ 据廖高明考证：五荡十二湖等诸湖最终合并为高邮湖的时间约在万历中

期（公元 １６００ 年）前后，其原因在于“万历二十四年，总河杨一魁分疏黄淮，建武家墩、高良涧、
周家桥三闸，又浚高邮茅塘港通邵伯湖，开金湾，建金湾三减水闸，泄淮水由芒稻河入江” ［１６］ 。
这里亦可清楚地看到，当今高邮湖湿地的形成与扩大正是当时治淮的“副产物” 。 明末顾炎武

在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记载道：“黄入淮，沙泥淤垫，势渐高于里河。 淮入海滋不利，时
破高家堰而南……诸水悉奔注高、宝、邵伯三湖，漭漾三百余里，粘天无畔。” ［１７］

但是，高邮湖毕竟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工干预尤其是大量黄河泥沙入湖，把原先的诸多

小湖水面扩大相连的结果。 所以高邮湖相较其他自然湖而言，岸线漫长曲折，消落区地形复杂，
有复杂多样的水生植物群落，即湖区的湿地面积较大。 据目前测得的数据显示：高邮湖是中国

第六大淡水湖，总面积 ７６０．６７ 平方公里，水位 ５．５５ 米时，水面积 ６４８ 平方公里、苇滩和堤坝面

积 １１２．６７ 平方公里 ［１８］ ，湿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１４．８％。 湿地面积大、水生生物多，这些相对有利

的条件为大规模开展湿地农业提供了可能。
第二，兴化河湖的沼泽化倾向。 随着黄水多次南泛，以及导淮入江的施行，大水裹挟着巨量

的泥沙倾入里下河中部的兴化地区，由于当地地形低洼，出口不畅，内涝长期淤积，于是泥沙逐

渐沉淀，导致河道淤浅，湖泊出现沼泽化倾向。 其实从万历以后，这种趋势已渐渐显现。 河臣吴

桂芳上书说：“淮扬二郡，洪潦奔冲，灾民号泣，所在凄然，盖滨海汊港，岁久道淹，入海只持云梯

一径，致海壅横沙，河流泛溢。” ［１９］ 后明廷虽发帑浚之，然大多旋浚旋淤，阻塞依旧。
清代以降，苏中的河湖淤塞更甚。 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年） ，漕堤崩溃，“兴化垫焉” ［２０］ 。 康熙

二十三年（１６８４ 年）康熙南巡河工，途经苏北，见民庐田畴尽被淹没，询问下属，告知“高宝等处

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至壅塞” ，于是下令“将入海故道浚治疏流” ，并派人“往被水

灾州县逐一详勘”淤垫情形 ［２１］ 。 此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帝都曾多次指示地方官员组织民

夫浚淤，但大多是旋竣旋淤，聊胜于无而已。
兴化位于古射阳湖的核心区南部，曾是水域最深处。 公元前 ４８６ 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

开挖了连通江淮的邗沟，“东北通射阳湖” 。 一直到北宋时期，射阳湖都是我国首屈一指的大

湖。 宋《太平寰宇记》记道：“射阳湖长三百里，阔三十里。” ［２２］ 北宋文豪范仲淹路过射阳湖时曾

云：“渺渺指平湖，烟波极望初。”清《盐城县志》亦记载：“射阳湖所从来久远矣，湖最深且阔，能
受诸州邑水，东走入海……” ［２３］ 北宋末，黄河南侵后带入大量泥沙，射阳湖开始逐渐淤塞，湖面

６５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１７ 卷



萎缩，演变成大大小小许多的湖泊荡地，但仍广且深。 元代时，随着射阳湖被泥沙渐淤渐高，宋
以前波澜浩荡的壮阔景象已不复存在。 元代诗人萨都剌在其《雨中过射阳》等诗中则云：“霜落

大湖浅，芦荡飞花雪” “菰蒲雁相语，秋雨鸣败荷”等语，可以推知此时的射阳湖虽然依旧广大，
但因泥沙淤积，湖水很浅，生长着繁盛茂密的菰蒲、荷花、芦苇等低湿地浅水植物。

明清治淮，为保护祖陵、漕运，巨大的射阳湖承担了部分的分流、排洪任务，导致湖区加速淤

垫。 《嘉庆续修一统志》卷九十三：“明嘉隆间，黄淮高涨，溃高宝诸堤，并注于（射阳）湖，而潮沙

溢入，日渐浅淤，而盈溢侵诸州县。” ［２４］ 乾隆四十二年（ １７７７ 年） ，嵇璜亲至里下河地区踏勘，上
书奏称：“射阳湖弯曲太大，泄水不畅，竟有东西仅隔里许而南北绕长湾至数十里者。” ［２０］ 说明本

时期兴化地区湖泊河道的沼泽化特征已很明显。
由于黄河泥沙的大量倾入沉淀，顶托湖床，古射阳湖湖水持续外泄，湖面显著缩小，一些彼

此不相连的陂塘、小型湖沼开始出现。 至清代末年，湖区的主要湖荡有得胜湖、蜈蚣湖、郭正湖、
平望湖、广洋湖、大纵湖及九里荡、马家荡等，而得胜湖、蜈蚣湖、平望湖、大纵湖等均位于今兴化

市境内。 大量湖荡的出现，说明明清时期兴化的大部分地区环境已经出现沼泽化倾向。
从本时期的地方志记载也能读出兴化地区河湖明显的沼泽化趋势与进程的不断加快。 据

明嘉靖《兴化县志》 记载，境内当时已是湖荡密布，有旗杆荡、莲花荡、乌巾荡等三十六荡之

多 ［２５］ 。 到了清咸丰年间的《重修兴化县志》所载则更为仔细，在明代方志所载的兴化城北之乌

巾荡、城东之旗杆荡“广阔三里，北入海沟河”基础上，新增加了癞子荡、高家荡、杨家荡等，城
东、北共计“六十四荡，其名多不可考矣” ［２６］ 。 大量荡地的出现显示该地区的湖泊已转变为沼泽

水荡，莲藕丛生、芦苇密布。 这种沼泽水荡的出现，为兴化垛田农业系统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三、里下河地区湿地农业的形成与模式

经过明清时期五百多年的大规模治淮，里下河地区形成了湖荡并存的大规模湿地，陆地、水
域和水陆交错地（滩涂）并存，且三者一直处于相互作用与动态变化中。 另一方面，频发的水灾

使得庄稼种植型的传统农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一度民不聊生。 基于如此复杂而变化的土地类

型和日益严重的洪涝威胁，当地劳动人民没有屈服，积极应对，相继因地制宜地创造出了多种农

作模式，即在沼泽地带施行“垛－菜 ／林－沟－渔”立体生产系统，在水陆交错空间内实行稻鸭共

作，在湖区实行鱼鸭混养和鱼蟹混养。
（一）沼泽地带的垛田开发与利用

里下河大部分地区海拔仅 １ ～ ２ 米，地势低洼。 每年夏秋，位于锅底洼的里下河地区短时期

内汇集大量河湖来水，在中部最低处的古射阳湖湖区（核心在兴化）形成所谓“诸水投塘”之势。
加之下游海潮与上游来水常常同时出现，交相夹击，大水经年不退，涝灾频繁，兴化遂成为洪水

重灾区，有“洪水走廊”之称。
明中后期以后，随着治淮方略的调整，兴化地区水患频繁，河湖决溢、雨涝、坝水以及潮灾此

起彼伏，百姓漂溺与田庐尽没等的惨况不绝于史，且愈演愈烈。 在日趋严重的洪水面前，兴化先

民没有逃避退缩，他们为了保护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想方设法抵御洪水，创造性地开发出垛田

这一全新的农业生产模式。 他们在湖荡沼泽区域选择稍高的地块，挑挖河泥以培高，因地制宜

育新种，在湖中形成土垛，再在垛上种植，遂成万千垛田。 明嘉靖时期，当地还是“水荡过半，民
藉鱼虾菰蒲为生”的生活节奏 ［２５］ ；到了万历年间，则已经是“大多土寒地湿，不宜果实” ［２７］ 。 清

咸丰年间，除去报荒豁免的田地共超过 １９７９５ 顷 ［２６］ ，新增田亩 １８００ 顷；再到民国时期，兴化田

地达到了 ２３２７２ 顷，又再增了近 ２５００ 顷 ［２８］ 。 在县域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增加的田地基本上都

是来自于垛田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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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调研时多次询问当地老农，他们告知湖荡堆垛之法：第一，选地。 堆垛要选择好较浅的

湖荡河沟，风小浪平之湖湾处最为合宜。 第二，罱泥。 即两人合作撑小船，用泥夹（俗名罱子）
夹取河沟湖荡中的淤泥和水草的混合物（学名葑泥） ，一年数次往垛上堆泥渣、浇泥浆，如此反

复，垛便以每年几厘米十几厘米的速度缓缓增长，形成垛田。 第三，扒苲①。 采用的工具与罱子

类似，但不同于夹取烂泥，而近似于挖泥，所以扒苲的河泥多带有贝壳、水草等，更肥沃也更富有

建构性，是堆垛和田间土质肥沃的保证。
垛田的地势很高，远远望去如同水中高高耸起的一座座小岛，大大高于当地的整体地形地

势，高者高出水面可达七八米，低的也有两三米高。 这样，如此高的地势，在面对频繁降临的洪

涝灾害时，就可以高“垛”无忧了。 而且高耸的垛田还增加了耕种面积，除了垛顶的平面，垛子

四周之坡面，皆可稼穑，以收增田扩产之效，洪涝之时更是一家数口的可靠衣食保障。
垛田四面环水，地下水资源丰富，上升形成湿润的“湿阵”线，非常有利于水杉、池杉等耐湿

树木的生长，由于光热条件充裕，在垛田地区发展林业具有很好的便利条件。 垛田主要是由葑

泥、河泥构成，富含有机质。 当地百姓又在林下大量种植蔬菜，培育出来垛田香葱、油菜、龙香芋

头等特色农产品；河沟内放养青虾、螃蟹、黄鳝、甲鱼等，进行特种水产养殖；此外，河沟浅水中还

可种植种类多样的水生蔬果。 在清康熙《兴化县志》的记载中，“蔬”类下排在前列的均是菰蒲、
蘋藻、荠、荇、藕、芹等水生或喜水植物；至于“果也” ，更俱是“莲、茭、芡实、茨菇、野荸荠” ［２９］ 。
在时间序列上，按照不同时节，普遍施行多熟制，充分利用土地、水和光热资源，既产生了极高的

经济效益，又塑造了变幻多姿的独特景观。
明代中后期以来，兴化地区的垛田先民面对洪灾没有消极逃避，而是积极应对，努力变害为

利，在沼泽湖荡地带罱泥堆垛，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把“诸水投塘”之地改造成“九夏芙蓉三秋菱

藕、四围香菜万顷鱼虾”的世外桃源。 这种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成功案例是

我国先祖们一直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最佳典范，也契合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ＧＩＡＨＳ） ”
的创设理念，能够顺利成功入选，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水陆交界区的稻鸭共作

里下河地区的稻鸭共作是当地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是最早建立和较为完善的一种湿地农作

模式，其滥觞可追溯到“以鸭治虫”技术，即以鸭消灭稻田里的蝗虫等害虫。 学界前贤据明代农

书《治蝗传习录》认为其可能脱胎于我国江南的稻田养鸭技术，由闽县人陈经纶约在明万历二

十五年（１５７９）所创，其后经人推广，才被转用到稻田灭蝗上 ［３０］ 。 但实际上，里下河地区早就有

田家放养鸭子的习俗，当地种稻和养鸭的历史可分别追溯到史前和春秋时代，这一点早已为近

些年的考古发现所明证。
宋元之际，高邮湖区水域面积的扩大，加之连通长江水系，使湖内增加了大量洄游性鱼类，

渔业资源进一步扩充和丰富。 无独有偶，这一时期亦是水禽业快速发展和兴盛阶段，证据之一

便是地方优质品种“高邮鸭”的出现。 高邮湖区养鸭历史要晚于水产业，但发展十分迅速。 鸭

子可水可旱的生物特性本就极其适合湖泊湿地环境，而高邮湖湿地更是养鸭的绝佳之地，湖区

广袤的湖荡河沟和草滩内有大量鱼虾、螺蛳、蚬蚌和水生植物，为高邮鸭提供了丰富的饲料。 北

宋时期，高邮鸭就已名扬四海，熙宁 １１ 年，高邮乡贤秦观曾请专人给时在徐州的恩师苏轼捎赠

高邮土产，并赋诗一首《寄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 ，“鲜鲫经年渍醽醁，团脐紫蟹脂填腹。 后春

莼茁滑于酥，先社姜芽肥胜肉。 凫卵累累何足道，饤饾盘餐亦时欲……” ［３１］ 。 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高邮鸭蛋名列秦观给恩师的“礼单”之中，说明宋时高邮湖湿地水禽业已声名远播。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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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苲” ，字典解释为莋草、金鱼藻等水生植物。 垛田地区人们指代的是一种采自湖荡地带的河泥与水草混合的农家

肥。



最迟到明代“高邮鸭”已成为享誉全国的一个地标性物种，这是高邮先民与高邮湖湿地经久磨

合的产物，并与人工湿地稻田有机结合。
事实上，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对此就曾早有记载：“鸭，靡不食矣。 水稗实成时，尤是

所便，噉此足得肥充” ［３２］ 。 南宋时，稻田养鸭的情况在当时已被推广，诗人杨万里曾见过衢州农

村的男女老幼冒雨插秧的情景，其《插秧歌》写到：“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３３］ ，可
见农民不仅在稻田养鸭，而且已掌握分时段放鸭的技术了。 这种技术受地域、水源和农业生产

类型等因素制约，有自身变化规律：南方稻区优于北方，平坝、浅丘优于山区，放牧优于圈牧结

合，又优于圈养；放牧场地以稻田为主体，也利用溪沟、塘库、湖泊等水域。［３４］ 纵观高邮湖湿地变

迁历史不难发现，这些优势条件和因素迟至在明代就已初具雏形了。
明清时期，随着治淮带来的巨量洪水以及泥沙南下，高邮湖水域面积扩大至天文数字。 加

之区域内人口膨胀，而可耕种土地却不断萎缩，而且为避开洪泽湖上游夏秋季节水涨对稻作带

来的威胁，湖区不得不改变耕作制度，由稻麦两熟改种生产发育期短的一熟稻，这就为水稻单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稻鸭共作可以说是当时生产条件下的必然且唯一的选择。 一方面，鸭子以

田间的杂草和害虫为食，可去虫除草；田间的奔走穿梭又能起到中耕浑水增氧的效果，有控草和

刺激水土营养加速循环的功效；粪便还是优质有机肥料，补充水稻生产营养所需。 另一方面，稻
田为鸭子提供优质水资源、动植物饲料以及活动与休息区域。

以高邮鸭为核心的稻鸭共作模式，既是对食物链原理和动物物性的高度利用，也是时空结

构中生物群落演替的合理配置；既收水稻除虫增产之功，又有鸭子增肥、鸭蛋增优之效果，可谓

一举多得，高度体现了当地先民的勤劳精神与因地制宜积极应对不利环境的智慧创造。
（三）湖区的鱼鸭蟹虾混养

里下河地区的最大特色是广阔的水域与丰富的水资源，取之不竭的水产是上天带给本地百

姓的最大馈赠。 高邮龙虬庄遗址表明，当地水产业产生于新石器早期。 当时原始人类已能熟练

地在湖泊水面上作业，他们攫取湖中丰富的鱼、贝、虾、蟹、鳖等水生动物作为主要的肉食来源之

一，以菱角和芡实等水生植物作为食物补充，从而保障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农业的发展。
宋元之后，淮水南泛，里下河地区的河湖加剧扩充，湿地面积大、水生物种多，尤其是盛产各

种淡水鱼虾，被誉为“江北淡水产品博物馆” ，当地百姓积极利用此条件，几乎达到家家捕鱼捉

虾、户户捞蚌摸蟹的地步。 我们从此时期的文人雅士关于里下河地区农业的记载和诗句中可见

一斑。
随着当地水产品的声名远播，需求愈大，而野生资源的限制使得大力发展水产品养殖成为

必然。 当地百姓养鱼养虾已有近千年历史和数十代之功，经验和知识累积到了相当先进系统的

地步，尤其是创造性地发展出鱼鸭虾蟹的混养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养殖的品种除高邮

鸭外，从四大家鱼的青、鲢、鲤、鲫，到当地特产的青虾、螃蟹、长鱼、黑鱼、虎头呆子、昂刺、甲鱼、
鲶鱼等等。 明清时期，里下河地区的鱼、鸭、蟹等水产便已名声在外。 据清道光《续增高邮州

志》载：“邮湖产鱼甚多……收鲜鱼或腌咸鱼贩卖，各处得倍利者多矣。” ［３５］

清代末年，本区的劳动人民将稻田养鸭的经验和原则“移植”到了广阔的水体空间上，创建

了“鱼鸭混养”和“鱼蟹混养”模式。 水域是养鸭、养鱼和养蟹的主要场所，鸭取食病鱼、水生昆

虫的幼虫，鸭粪小部分以有机腐屑的形式被鱼所食，大部分经游离分解促进浮游生物生长；鱼与

蟹天性上又共生互利、优势互补。 其中，鸭子可旱可水的特性，将种植业、渔业和养殖业有机结

合，三个子系统紧密结合、互为补充，可以说达到了湿地农业水土立体化系统利用与经济效益有

机结合的高峰，《三续高邮州志》有云：“鱼蟹及鸭毛野鸭绒输出为甚。” ［３６］

明清时期的里下河地区，充足过量的水本是首患，但当地农民从危机中看到了转机和商机，
通过大力发展与水相宜的水产业，再灵活发挥水生动植物的生物特性，创造出了鱼鸭蟹虾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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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从而化水害为水利，充分发挥了水的资源效应。 这种因地制宜、变害为利的创举是古人留

给今人的宝贵财富。 今天，兴化垛田地区在借鉴明清时期的生态混养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多年

探索和实践，成功打造了一套河沟放养与池塘精养相结合的水产模式，先后建有旗杆荡、癞子

荡、得胜湖三个大型养殖场，建构起了生产与保护同步、大宗与特种并重的水产供应体系。 鱼

虾、鱼蚌、蟹鱼等混养的规模逐年扩大。 如今，里下河湿地的高邮鸭、双黄鸭蛋、兴化红膏蟹、淡
水大青虾等更是驰名中外的商标品牌，成了当地最有代表性的名片。

四、结语

综之，明清时期的治淮是以牺牲苏中里下河地区为代价的逼河南下、保陵护运，导致巨量的

黄河水沙南下，里下河地区的环境不断恶化，河湖变迁、洪涝频发，高邮湖的湖区急剧扩大与兴

化河湖的沼泽化成为本时段最具代表性的事件。 显而易见，明清时期的治淮极大地改变了里下

河地区原有的自然环境与生态面貌，进而又对百姓的生活和农业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且这种

影响在前期很长时间内是极负面和毁灭性的。 但在无数浊浪滔天的日子里，世代生活于此的里

下河百姓没有屈服，他们积极应对，随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农业结构和农作方式，创造性地发展

出“湿地”和“农业”相结合的最佳方式：注重治水与治田并举，优先发展水产水稻水禽业，并将

养鱼、养鸭、养蟹与种稻、植树等多种经营巧妙结合的复合型生态农业系统。 得益于先人对恶劣

环境智慧性的利用和改造，今天的里下河湿地不仅有“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自然风光，也有“千

垛纵横碧水花，蟹黄虾红处处鸭”的独特湿地农业景观。 从农业文化遗产角度看，里下河地区的

湿地型农业不仅是独一无二的的遗产类型，而且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所倡导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之理念有机契合，堪称完美典范。 传承和弘扬好这一珍贵农业系统，充分研究和吸收其背

后因地制宜的理念和当地先民不屈不挠的与水斗争精神，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带动当地农民增收

致富这样表象性的动力，更是对祖先及子孙后代的责任所在，乃至增强我国在联合国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中的话语权，从而践行文化自信都功莫大焉。 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明清时

期的治淮对里下河地区的影响，也许正应了那句古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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